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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Nelson和Arrow揭示了R＆D活动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学术界逐渐将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投入带来的多重影响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影响路径及传导机制、企业异质性以及不同资助方式差异性等内容，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有大量文献，但当前研究仍然存在数据缺乏代表性、研究深度不够、缺乏统计占优的结论，以及对企业创新决策影响的研究较少、缺乏全链条视角的系统性研究等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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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ultiple impac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is becoming a new research focus of the scholars, since Nelson (1959) and Arrow (1962) found the market failure from the R&D activities.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past are mainly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funding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ehavio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of enterpris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the difference content of financing ways. Although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been very fruitful,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lacking sufficient breadth and depth, and data representation is not strong, which have not reached consistent conclu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influen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decision, such as systematic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chai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needs more in-dept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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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Nelson和Arrow提出R＆D活动存在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应如何支持企业R&D活动并通过政府补助来弥补市场失灵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同时部分学者在实证研究中还经常考虑一些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企业财务状况、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所处地区等。关于政府R&D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可追溯到1957年Blank与Stigler的研究，此后这一领域涌现了大量文献。纵观现有文献，大体可以梳理成5条路径：一是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探讨；二是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探讨；三是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探讨；四是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路径；五是企业异质性和不同资助方式的影响分析。
1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	
政府R&D资助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决策选择，影响企业创新发展方向。Link[1]采用1977年跨部门的275个制造企业样本，利用企业利润、多样化和高技术导向等控制变量，发现联邦政府资助激励了总的企业R&D密集度；当他进一步将企业R&D投入分解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发展研究时，发现资助导致降低企业基础研究密集度、激励企业发展研究的密集度，而对应用研究密集度、资助没有显著作用。Herrera等[2]在探讨R&D补贴对创新活动额外影响的过程中发现R&D补贴仅对企业科技领域内的投资产生刺激作用，并未对基础研究产生影响。可见，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研发方向是可能产生影响的，影响企业到底是选择偏共性技术研究还是选择专有技术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非常少。
2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在政府R&D补贴众多方面的研究中，对企业R&D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强调政府行为对单个企业的影响，后者则更关注对产业和全社会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研究成果上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研发资助影响微观企业R&D投入行为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争论。Levin和Reiss对美国企业、Holemans和Sleuwaegen对比利时59个企业、Antonelli对意大利86个企业、Klette和Moen对挪威企业的研究皆发现企业R&D投入对政府科技资助有正的统计显著。李瑞茜等[3]检验政府R&D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效果显著。反观，Higgins和Link、Goolsbee、Clausen研究发现开发补贴替代并挤出了企业内部的研发支出；郑绪涛、柳剑平，朱平芳、徐伟民，彭纪生、刘春林，潘士远、董雪兵、王争，安同良，吴延兵，刘穷志等的研究都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投入存在替代效应。
从宏观层面研究成果上看，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宏观层面上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投入存在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政府研发资助会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如：Spence[4]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进行研究；Leyden等[5]等人考虑了政府R&D对私人R&D预算的直接作用和知识共享产生的间接作用；Hinloopen[6]探讨了R&D的竞争与合作两种方式，都证实了政府研发资助将刺激企业增加R&D投入；David等[7]通过已有宏观层面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企业R&D投入进行文献研究，关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净影响，发现只有2个显示是替代效应，其余皆为互补关系。从产业层面，Globerman[8]、Buxton[9]用产业变量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Levin等[10]构建结构方程，将政府研发强度视为技术机会，采用最小二乘法发现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资刺激作用明显，强度呈同向相关。国内研究方面，童光荣等[11]同样得出政府支出促进企业R&D支出的结论。
3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受政府R&D投入影响的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
一是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学术界有关此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政府R＆D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产生正向影响持不同意见。Charles等[12]将仅受益于R＆D税收激励的企业和受到税收抵免及政府R＆D资助的企业进行对比，发现后者推出了更多的新产品、创新成果商业化程度更高。Bjorn等[13]发现与非资助企业相比，受资助企业更有可能进行专利申请。徐小阳[14]、樊琦等[15]发现专利创新产出对政府R＆D补贴有较大的依赖性。李燕萍等[16]使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与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对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虽然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范式，但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单产出多投入和多产出多投入2种指标体系。Wang等[17]、Feldman等[18]分别选择“新产品销售收入/销售收入总额”、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单一产出指标进行指标体系的构建。Hagedoom等[19]采用R&D投入、专利申请数、引用的专利数和新产品开发数4项指标进行企业创新绩效测度。从效益角度出发，向刚等[20]构建包括经济绩效、科技绩效、社会绩效、绿色环保绩效4类指标来评价创新型企业的持续创新绩效。单红梅[21]则认为评价指标应分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个二级指标。从对象角度出发，RITTER设计了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任胜刚[22]等在此基础上研究网络愿景、网络构建、关系管理和关系组合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Hung等[23]研究组织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三是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研究。Yong等利用SEM模型，许志晋等构建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高楠，张青、王桂强，张渊、陆玉梅等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评价。王青云等[24]构建了层次灰色综合评判模型，基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尹建海等[25]提出增强型平衡技术创新记分法并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设计财务、客户、流程、发展及社会生态等内容。Sohal等[26]在测度创新绩效研究中设计了企业创新绩效量表，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项目打分。
4    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和路径的影响
随着研究深入，政府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和路径也引起了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机理方面的研究，李志宏[27]在其研究中拓宽了人力资本要素的范围，将R&D和R&D溢出列入其中，并对长期经济增长中由R&D创新活动所贡献的作用机理进行总结。政府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方面，其路径概括为两条：一条是直接路径，即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资助；另一条是间接路径，即政府对高校、科研院所的资助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Mohnen等[28]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总体上来说，溢出效应为正且显著，但是作用大小却大相径庭。Jones等[29]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R&D溢出效应显著，他们认为“理想的R&D水平要比实际的R&D投入高很多，政府支持企业R&D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市场失灵”。Bonte[30]比较了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自身R&D投入对联邦德国制造业的作用，发现后者对提高生产率作用明显，而前者的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对R&D溢出效应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增多，但多为重理论、轻实证。侯汉平等[31]结合R&D知识溢出效应的理论及R&D知识创新模型，对知识创新与模仿旋进机制进行剖析，发现技术进步可以借助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政策应惠及知识的研究与开发相关领域。王立平[32]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为支撑、以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为框架，选取高新技术产业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我国高等院校R&D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和程度。
5    企业异质性和不同资助方式给政府研发资助带来的差异性
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年龄等异质性企业受政府研发资助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资助方式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即企业异质性及资助方式的差异性带来了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果的不同，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在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中，Bernstein等[33]的实证结果表明仅有部分行业产生溢出效应，部分行业只是被动接受溢出效应。Becker等[34]根据产业技术密集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比，发现政府资助只对低技术密集度企业影响显著。Lee等[35]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80—1999年韩国23个行业的515个企业进行研究，通过对IT产业和非IT产业对比，发现韩国政府在促进IT行业R&D中起着重要作用。陈钰芬、李金昌发现轻工业企业和重工业企业受政府R&D投入的影响不同。
在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企业规模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中，Cohen等[36]研究显示小企业比大企业创新更有效；Czarnitzki等[37]通过对德国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度以及企业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其是否能获得政府研发资助；Fang-Ming Hsu等[38]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行业和研发经费预算的公众补贴率显著影响中国台湾省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的技术效率；程华等[39]利用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政府科技资助激励企业R&D投入的效果呈正相关；刘锦英[40]以光电子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显示，在光电子产业，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关系不能一概而论，绩效测度方式不同则结果差异很大。
在不同政府研发资助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中，统计占优的结论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能够刺激企业R&D投入，但各有优势与不足。Rajagopal等[41]肯定了公共财政措施对私人企业R&D投资的激励效应，认为针对企业R&D活动的税收激励比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更好。冯振中、朱云欢等则发现税收方式比财政资助在促进企业研发上的作用更大。然而，有关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作用效果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持统一意见，如熊维勤[42]认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政府直接补贴的激励效果，政府研发资助补贴对提高企业研发效率没有作用，但有助于提高企业研发活动的规模。
6    国内外研究总结及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可以看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既有描述性研究也有实证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探讨也有微观层面的探讨，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仍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二者关系也成为政策的合理性的依据。在实证研究中，引入虚拟变量经常为研究中所使用，同时采用控制变量法时将企业基本情况的相关数据，包括规模、财务状况、所处行业和地区等纳入研究中。多数文献认为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投入呈正相关，但由于在分析方法和样本采集上存在差异，在企业层面上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计上占优的结论。
总体而言，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已经较为丰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但目前研究仍然存在如下不足之处：一是数据代表性不足。宏观层面研究多、微观层面研究较少，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多、平衡面板数据少，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二是对资助方式差异和企业异质性对比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直接资助与税收优惠的特征、影响效果的比较，比较两种方式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影响研究的文献还较少。此外，关于政府研发资助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行业技术领域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差异性研究也相对较少。三是对企业创新决策的研究存在不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对企业在创新行为和绩效这两方面的影响，有关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研究较少，部分文献把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等同于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实际上是混淆了二者的边界。四是缺乏“全链条”视角的系统性探讨。已有研究成果多数仅分析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单一环节的影响，对企业技术创新全链条的分析较少涉及，对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内在机理和传导路径也仍未能有效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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